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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5月，美国新闻与传播学界久负盛名的莫特奖

(Frank Lut her Mot t - KTA Research Award)2009 年度最佳

学术著作奖揭晓，该奖由克里斯蒂(C. G. Chri st i ans)、格拉
斯(T. L. Glasser)、麦奎尔(D. McQuai l)、诺顿斯特伦(K. Nor-
denst reng)和怀特(R. A. Whi t e)等五位西方媒介理论名家联

袂撰写的《媒介规范理论：民主社会中的新闻业》一书折桂。
该书被 KTA现任主席辛格誉为继 1956年《报刊的四种理
论》之后“媒介规范思考新的奠基之作”。在笔者看来，该书
是西方学者对“媒介与民主”这一恒久话题的最新回应，以
期为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媒介找寻新的意义。

一、《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
媒介规范理论本质再阐释

自《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年问世以来，它在被奉为西
方媒介规范理论之圭臬的同时，也成了后人不断试图超越

的对象。《媒介规范理论》一书先全面回顾了《报刊的四种
理论》在西方媒介规范理论领域的重要思考节点。哈切特
(W. Hacht en)归纳出威权理论、西方理论、共产主义理论、革
命理论、发展理论等五种媒介理论；麦奎尔先是在四种理
论外加入了“发展媒介理论”和“民主参与媒介理论”，后又
在其最新版的《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中提出自由多元
或市场模式、社会责任或公共利益模式、专业主义模式和
替代性模式等三大媒介规范模式；阿特休尔按社会制度将

全球媒介制度划为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和第三世界国家等三部分；皮卡德从以往被忽略的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媒介制度出发，在媒介规范理论中补进了民

主社会主义媒介理论。①尼罗等人传诵一时的《最后的权
利》点出了《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自由主义本质，“《四种理
论》提供的不是四种理论，而是一种理论的四个例子”；哈
林和曼西尼的《比较媒介制度》则是从西方政治制度内部

差异入手，归纳出自由主义（英美）、民主法团主义（中北欧
地区）和极化多元主义（欧洲地中海地区）等三大西方代表

性媒介制度。②

一方面，上述媒介规范理论讨论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在

讨论中将“媒介的规范性任务”的应然问题与“媒介的实际
角色”的实然问题揉在一起；另一方面，马尔库塞、斯迈兹、
霍尔等政治经济路径的媒介研究者热衷于批判“实然问
题”，“着力揭示媒介内容中的阶级偏见和意识形态特征及
其普遍的霸权化倾向”③，而对“媒介的社会角色”这一“应然
问题”则兴趣索然。
在克里斯蒂等人看来，媒介规范理论的重心与人们对

媒介的规范性任务的应然认识有关，而非在描述媒介在现

实中的实然角色，它是“关于公共言说应该如何进行的合理
解释，以期为某社会或国族找出解决自身问题之道。”④媒介
规范理论之主要功能，是将与公共传播相关的活动“合法
化”，“找寻一种事关某特定公共传播场景中所有主要参与
者的合道义声明的说辞，涉及他们所有人的道义责任。”⑤公
共传播活动中的各色人等都能用一套普适的说辞将其自身

活动包装一番。
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一套关于公共传播活动的说

辞是如何演变成普适的媒介规范的呢？克里斯蒂等人提醒

我们要在社会历史变迁视野下看待此问题。
媒介规范理论的生长离不开具体的历史场景，“规范传

播理论的说辞的出现，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主要传播参与者

的合理回应；而这深深依赖于当时的文化及特定民族对文

化时代的适应。”⑥如亚里士多德等人对“理性指引下公共讨
论的真实性”的追求，契合古希腊小城邦内公民讨论大会的
场景；又如 1970年以后，不少自诩负责任的媒介终究难脱

现实政经霸权桎梏，呼唤“公民自身积极介入公共传播”的
声音不绝于耳。

【作者简介】刘 兢，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海外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范式变迁 (1951- 2010)》的阶段性成果，编号
11YJC860028；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WYM10068。

西方媒介规范理论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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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以《媒介规范理论》为视角，反映当代西方媒介规范理论的若干变化。该书先回顾《报刊的四种理
论》以来媒介规范理论的变迁，再提出规范理论具应然性、其主要功能是“合法化”公共传播等观点，并从规范传统、政治制
度、媒介角色等层面对媒介规范理论作了系统剖析，还将重建公共传播对民主意义的希望寄于受众的自发传播。该书给我
们的启示是，媒介规范理论不仅与大众媒介相关，更与社会媒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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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规范讨论之演变并非线性的进化过程，而是一场

可能循环往复的争议，“规范理论之厘清，并非一个历史演
进的决定性过程，而是一场社会主要参与者之间的持久争

议，以期理解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公共言说该如何进

行。”⑦克里斯蒂等人呼吁人们“最好将规范理论视为‘诠释
性资源的保留节目单’……一旦特定情境对公共言说的民
主过程不甚清晰，就须登台救场。”⑧当代一些学者在讨论互
联网政治沟通时常回古希腊找寻协商民主的历史渊薮，即

是此观点之明证。⑨

二、哲学、政治制度与媒介角色：
三大层面的媒介规范理论剖析

学术之破立乃一体两面，一味批判前人与注经无异，只

有在前人基础上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识才可算是对学术发展

作出了更大贡献。由此意义观之，《媒介规范理论》从规范传
统、政治制度、媒介角色这三大层面对媒介规范理论的全新
整理，是此书最大的亮点。
克里斯蒂等人对媒介规范传统的整理，走的是从社会

风潮变迁看规范传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路子，因为他们眼

中的规范传统剖析最适合“描述与评价特定历史阶段的整
个媒介制度。”⑩沿此路径出发，他们将古希腊以来西方媒介
规范理论的流变视为一段不同时期的人们“不断追求全新世
界观，以期重新定义关于真与善的公共叙事的特定形式”輥輯訛的
心路历程。19世纪出现的媒介社会责任论则被克里斯蒂等
人与马克思、涂尔干等人倡导的社会有机合作中的责任承
诺勾连起来，媒介是公众信息托管者，有责任服务公众、揭
露腐败。到了鼓吹公民之间、文明之间“具主体间性的对话”
的后现代思想家哈贝马斯、泰勒的时代，公众自身对公共传
播的积极参与被强调；除公民自发的草根媒介要起作用外，

主流媒介须主动为草根提供发声平台，政府也应适时出台

扶持草根媒介的政策，追求公民传播权的国际运动也可能

产生呼应。
克里斯蒂等人从政治制度角度对媒介规范理论的阐述

延续了哈林和曼西尼在《比较媒介制度》中的思路，比较了
不同民主模式对公共传播活动中媒介角色的期待。自由多
元模式认同媒介多元化有利于维系非颠覆性的“建设性冲
突”，这能为公民提供“做出最利己决策时所需的选择拼
盘”；实际上却不鼓励民众参与政治，媒介的任务只是“裁剪
新闻内容以迎合积极参政受众所需”或“为吸引参政不积极
的大多数受众而将日常新闻去政治化。”輥輰訛精英行政模式强
调专业行政机构对守望民众福祉的重要性，而媒介的主要

角色是监督精英施政，“新闻业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不是
让受众知晓，而是让官员诚实。”輥輱訛协商市民模式则重视民主
生活中的公众参与，媒介要成为公众论坛、“创造并维系公
共协商的机会。”輥輲訛大众直接民主模式比协商市民模式更进
了一步，公民要直接参政，而媒介务必呈现所有重要的声

音，“关键不是人人都应发言，而是所有值得说的都应被说
出来。”輥輳訛

对媒介的四大社会角色的重新整理是克里斯蒂等人强

调的重点，他们既希望避免拉斯维尔“大众传播功能说”脱
离具体社会政治制度探讨媒介功能的弊端，也试图不再从

制度看媒介，剖析“某种政治制度的媒介角色观”，而是以媒

介观制度，指点“媒介的四大角色在不同政治模式下被放大
的程度”。在克里斯蒂等人眼中，媒介在社会中主要承担监
察者、促进者、激进者和合作者这四大角色。监察角色最无
争议，媒介为公众搜集信息的同时也接受委托发布信息，此

角色也为自由多元模式所重。促进角色看重媒介对提升公
共生活质量的意义，它们可促进国家现代化和公民政治参

与；前者如发展传播学的相关论述，后者则可联系当代的公

共新闻运动观之。激进角色关注媒介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
联；它在多种民主模式下的媒介中都有体现，区别只在媒介

入戏深浅不同。如自由多元模式中的媒介常扮演激进角色；
而精英行政模式不欢迎媒介中的激进异见，但是“其存在合
法性常需要一些异见点缀。”輥輴訛合作角色倾向于维持社会现
状，虽因与自由主义者信奉的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媒介之理

念相悖而不被看好，但现实中媒介确实经常成为国家维持

秩序、动员民众的合作者。

三、超越传者视角：
重建公共传播之于民主的意义？

在详尽梳理了媒介规范理论的发展历程之后，本书结

论部分就当前弥散于西方学界的质疑公共传播之于民主的

意义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被异化的媒介要对民主的衰落负责，这一直是政治经

济路径的西方传播学人批判的重心之一。从葛兰西至班尼
特一脉的学人关注权力影响下的媒介对政治现实的遮蔽和

歪曲，而越来越多的当代学人慨叹的则是“媒介让公民远离
政治”輥輵訛：商业利益驱动下的新闻被娱乐化、小报化而丧失品
质；普罗大众的参政热情日益沉沦。麦奎尔从两方面对“媒
介让公民远离政治说”作了回应。其一，新闻被娱乐化、小报
化而可能丧失品质，只是精英们的自怨自艾罢了，“大众新
闻业及娱乐化信息将是有效吸引非精英们的必要条件。政
治传播应为私领域个人性和情感性关注留下一席之地。”輥輶訛

其二，不能因为公民对投票等体制内政治活动热情不高，就

得出公民远离政治的结论。一些围绕环保、女权、反战等单
一社会议题的体制外政治活动正在勃兴；同时政治也日趋

私密化和个人化，人们只是更关注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政治议题罢了。
基于上述考量，麦奎尔主张要将目光从饱受质疑的传

统大众媒介上移开，重建公共传播对民主意义的希望在于

受众们的自发传播活动，“要对公共传播的这些方式给予更
多关注：它们常常是小媒介或其它什么传播形式，不追求巨

大的覆盖面或影响，但至少可不受只为利润而运营的掣肘

……这些形式包括许多可供个人使用的技术，如摄影、录
音、电脑、手机，还包括任何形式的艺术或表演，如游行或戏
剧化事件。”輥輷訛麦奎尔并未对互联网的民主潜力给予特别期
待，“由互联网催生的虚拟社区并不可信，作为社会网络也
不稳定，它们常常缺乏真实社团的社会粘合力与共同利

益。”輦輮訛

麦奎尔最后指出，媒介规范理论的未来，不在于纠结传

者视角的言论与出版自由等问题，而在于引入更广泛的基

本权利观，它事关“那些接收新闻、被新闻报道并受新闻影
响的人。”輦輯訛在笔者看来，此认识对中国大陆学界相关讨论的

（下转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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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更甚。我们并不缺乏对西方经典媒介规范理论的反思，
也曾出现过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规范理论的努力，但有价

值的理论建树不多。在这个意义上，笔者理解的媒介规范理
论不仅与“大众媒介”相关，更与微博等“社会媒介”相关；应
强调普通人的媒介规范理论并找寻其在当下之共识，“有益
于民主的善的公共传播”应是我们头脑中的媒介镜像，更应
成为我们扩展媒介社会角色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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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退却到一种价值无涉的客观科学模式来为他们的处境

进行辩护。”輥輷訛所以，受“合法化危机”影响，民族志方法不再
采取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而是开始考虑阶级、种族、性别
以及民族性等因素对研究行为的影响，研究成为一种多重

文化质性的综合表述，知识的产生被认为与研究者所处的

语境和立场相关联。“这种具有性别的、多文化特征的研究
者带着一套观念，一种说明他或她用特定的方式考察的一

组问题的参考框架来接近世界”。輦輮訛也即是说，民族志研究中
存在着多重性的解释性社区，在每一个社区中都有着独立

的解释标准，而标准则是道德与政治规约的结果，如帕特南

所说，“没有上帝之眼的观点”。輦輯訛

受此影响，塔洛克明确提出，“受众反应和受众研究不
仅处于像中学、大学、传媒、工会、政府这样的广阔公共领域
之内，可能还是隐私范围内的深层次东西，被嵌在我们最具

有个人特点的历史、身份、感情和理解的微叙事之中”。輦輰訛莫

利也认为，“我们对电视受众产生出的任何经验上的认识，
都自然而然地通过特定的话语建立起来，而这些话语里面

包含或者缺少哪些范畴，提出或者不提出哪些问题会决定

我们所获取的知识的本质”。輦輱訛在他看来，民族志方法就是从
定位于历史文化维度之中的个人视角出发来研究受众经验

世界。因此，多数电视新受众研究者认为，任何民族志方法
都预设了某种理论，不存在价值中立的知识，纯粹现实主义

或者实证主义应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应是各种批判的或者

历史主义的现实主义以及不同的相对主义。
实际研究中也充分体现出了这种观点，研究者开始注

重权力在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描绘话语体系的意义空间，

通过话语符号秩序与意义系统来理解受众的观点构成了核

心任务，诸如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福柯权力理论、葛兰西
霸权理论、女性主义、种族主义、族群理论、酷儿理论等都成
为可供使用的研究范式，研究所要做的就是阐明各种话语

体系、文化商品与文化文本背后的权力及意识形态等因素
在受众经验活动中的运作机制，继而揭示“在种族、阶层、性
别的决定性表演中，词语、文本及其意义是怎样扮演关键角
色的”。輦輲訛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电视新受众的研究者们坚持认为

应当充分重视主观因素对于研究的影响，但并不赞同将民

族志方法视为一种不受约束的，完全凭借研究者自我想象

的纯粹主观主义阐释方法。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陈
述的观点获得了当前电视新受众研究者的认同，“完全客观
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却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放任自己的

情感自由驰骋于不受限制的主观情境中”。輦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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